 图3是代际弹性趋势图，可以看出2000～2009年间中国的收入代际弹性总体趋势是下降，具体为经历了一个先下降，然后再上升的过程。在2000年时高达0.66，随后下降到2004年的0.49，接着达到最低点2006年0.35，最后又开始上升到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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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0～2009的代际收入弹性趋势图

对比2000年和2009年的代际弹性可知，中国十年之内父辈的收入对子辈的收入影响有所下降，说明改革开放所推动的就业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大社会流动性。为了更好地说明2000年以来的十年内代际流动性的增大，是由于哪部分的收入阶层的流动性所致，我们构造了2000年和2009年的流动矩阵(mobility matrix)。矩阵P1和P2是我们根据父辈和子辈的收入从小到大的排列，分别分成五个等分的5×5矩阵，它们分别代表2000年和2009年的流动性矩阵。行是父辈的收入等分，列是子辈的收入等分。P1中第一行第一列的数字0.333，表示父辈处在最低的20%分位收入组，其子辈有33.3%的概率仍然处在子辈的最底层的五分位。因而P1中第一行第二列的数字0.167，表示父辈处在20%分位最低收入组，其子辈有16.7%的概率跃升至子辈的20%～40%的分位收入层级上。其他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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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P1和P2中可以看到，在2000年和2009年，出生于底层收入家庭的子辈仍然处在收入底层的概率比较大。最大的不同是，2000年时，处于最顶层的家庭的子代有54.2%的概率仍然处在收入的最顶层；到2009年时，该概率只有15.8%。这表明2009年中国社会从上层往下的流动性增强了，但是从底层往上的流动性甚至有些许的下降。这说明这十年来流动性的些许下降，来自顶层收入阶层的向下流动性增强了，但是穷人的后代仍然是穷人的概率并没有下降。因此，为了增加社会流动性的努力应更多地倾向于有利于增加穷人子辈收入的政策，如对农村的支持(许崇正，高希武，2005)。

五、结论
代际流动性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均等的状况。本文使用1989～2009年的CHNS家庭跟踪调查数据，估计了2000年到2009年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趋势。在方法和样本处理上，通过尽力避免在代际收入弹性估计中子辈和父辈一生收入度量带来的偏误问题，严格控制父辈和子辈的年龄，引入年龄的二次函数来解决由于单峰型的一生收入轨迹带来的实际收入与一生收入的偏差，并通过对父辈收入的多年平均来降低因暂时性收入冲击导致的向下偏误问题。

估计结果表明，若使用父辈一年的收入，即使控制了年龄趋势效应，也会由于暂时性因素过大而导致代际弹性的严重偏误估计。因此，多年的平均有助于消除单个年份过度波动而导致的偏误。无论是两年平均，还是三年平均，都说明从200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代际收入弹性在下降，也就是社会的流动性在上升，子辈的收入受父辈的收入影响程度在下降。说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子辈间受父辈间差距的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机会不均等的状况在逐步改善。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2009年的代际弹性仍处于0.46左右，与有关国家的收入流动性弹性相比(见前文相关文献的综述部分)，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弹性仍然偏高。从各个阶层的流动性比较看，中国社会的低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低收入群体组别。为此，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打破行业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壁垒，进一步深化就业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公共教育投入等，促进社会流动性的提高。

注释：

①如果代际收入弹性为β，代际收入流动性则为1-β。因此，在描述的时候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流动性可互换使用，只不过两者相反。

②父亲T年平均的估计为[image: image4]，显然此估计的向下偏误会小于只用一年的度量结果。

③显然使用子辈一生早期或者晚期的实际收入做被解释变量，会导致系数估计下偏，而使用收入的高峰期左右的收入则会导致系数估计上偏。对父辈而言，则是父辈实际收入越接近持久收入，误差越小。

④现有研究并没有指出为什么要采用(5)式的持久收入处理方式，因此，王美今和李仲达(2012)对这一处理方式提出了质疑。本文在此提供了部分原因，并指出该方法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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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附表1  2000年子辈收入及其对应父辈收入的描述统计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子辈收入
	9620
	6931
	204
	118457
	15014

	父辈收入
	1989
	3698
	2641
	26
	19644
	3534

	
	1991
	4247
	2999
	59
	50876
	5916

	
	1993
	4394
	3081
	295
	25647
	4509


附表2  2004年子辈收入及其对应父辈收入的描述统计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子辈收入
	10603
	7317
	44
	153881
	16697

	父辈收入
	1989
	5016
	3133
	154
	51953
	6572

	
	1991
	4313
	3455
	156
	30991
	3715

	
	1993
	5277
	4175
	44
	33574
	5343


附表3  2006年子辈收入及其对应父辈收入的描述统计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子辈收入
	13799
	10212
	147
	58204
	12087

	父辈收入
	1989
	5022
	3520
	255
	51953
	6243

	
	1991
	4868
	4571
	231
	34318
	4123

	
	1993
	5695
	5146
	44
	33574
	5193


附表4  2009年子辈收入及其对应父辈收入的描述统计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子辈收入
	18561
	13782
	97
	145299
	21393

	父辈收入
	1989
	4843
	3269
	112
	39609
	5707

	
	1991
	4243
	3315
	104
	27505
	3364

	
	1993
	5044
	4139
	150
	34162
	5107


